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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大赋制作的图志化倾向 
 

张朋兵 
 

(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，北京，100875) 
 

摘要：“汉大赋的图志化”，即汉大赋的制作常需从地图、方志中获取书写材料，图志成了大赋写制过程中一个重

要的知识来源，而且在叙事上还呈现出一定的立体空间感。辞赋图志化表征有二：一是重视知识的博物与知类，

二是强调空间与方位叙事。汉代的许多著名大赋，皆有图志化的典型特征。汉大赋图志化是在汉帝国政治军事需

求、图籍编纂之风盛行及图画辅助教化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。汉代“体国经野，义尚广大”的时代精

神是其文化学术背景。大赋图志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学的本质属性，扩充了汉赋所要呈现的物态容量和空间维

度，使辞赋由原来的文学语言艺术变成了“空间艺术”，但是过度追求图志化，也给辞赋革新带来了弊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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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某种意义上说，“图志化”是文学书写的一种呈

现方式，是文学独立于文献学之外的另一层存在空间

和阐释领域。[1]但本文所谈及的“图志化”，是说汉大

赋在制作过程中将地图、方志等材料作为一个重要的

知识源泉，而且在叙事上还表现出重视空间方位的风

格特征。汉大赋具备了图志资料本该有的史料价值和

地理空间意识，无论是在材料筛选、叙述顺序上，还

是谋篇布局、审美建构上，大赋的图志属性都更加明

显。汉大赋所呈现出的图志化趋向，是一代文学的重

要特征之一。本文试图以汉代文学的主流——大赋为

中心，探析汉赋的图志化现象及相关问题。 
 

一、图志：汉大赋创制的 
一个知识来源 

 
汉大赋因其“写物图貌，蔚似雕画”的铺陈特征

而为历代学者所关注。写制汉赋要罗列各种草木鸟兽

之状，陈说山川河溯之原，比物连类，极尽穷奢漫衍

之藻彩，这需要赋家具备深厚的才学功底。简单地讲，

所谓“才学”就是各种文化与知识的储备，是决定一

个人能否写出一篇辞赋的重要保证，而“才，如《汉

书·艺文志》论赋曰‘感物造端，材智深美’，《北史·魏

收传》曰‘会须作赋，始成大才士’；学，如扬雄谓‘能

读赋千首，则善为之’”[2]。写制汉赋涉及到方方面面

的知识、经验，诸如历史地理沿革、典章制度、传闻

逸事等，牵涉范围之广，无所不包。明人王世贞在《艺

苑卮言》中说：“作赋之法，已尽长卿之语。大抵须包

蓄千古之材，牢笼宇宙之态。”[3]辞赋所涵盖的知识范

围不是常人所能企及的，所以长期的学识积累和材料

准备便成了必然要经历的阶段。据说张衡写《二京赋》

时“精思傅会，十年乃成”[4]。可见大赋的写作过程

不仅要精思博览，还需向别人不断讨教、问询。至于

扬雄作《甘泉赋》，更是“一首始成，卒暴倦卧，梦五

脏出地，以手收内之，及觉，大少气，病一年。由此

言之，尽思虑，伤精神也”[5]。由此知作赋之辛劳，

非同一般，它不仅是各种知识、材料的搜集、储备、

消化过程，也牵涉到对材料的熟练运用与驾驭，更触

及到很多写作技法与神思方面的问题。 

汉大赋囊括天地、包举宇内的博物取向，远远超

出了人们日常生活所接触到的认知范围。除了长期的

研习积累、亲身考察以外，一个普遍的看法是：地图、

方志等图籍资料是大赋写制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知识来

源。这是因为图志资料涵盖了各地区丰富的地形、物

产、医药、民俗、宗教等地理名物资源，对以擅长“苞

括宇宙，总览人物”的汉大赋而言最为适用。在作赋

之前，出于征实的目的，要尽可能地参考各类地图、

方志材料，大体以“《离骚》为主，《山海经》《舆地志》

《尔雅》诸书为辅。又必精于六书，识所从来，自能

作用”[6]。在汉代士人眼里，《离骚》“书楚语，作楚

声，记楚地，名楚物”[7]，《尔雅》多释天文地理、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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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鸟兽等动植物之名，《舆地志》载录各类地理人文风

俗，因此它们常被当作地理博物类文献。而在诸多的

图志典籍中，以《山海经》最为奇特。它最初是有图

的，图上载录了大量关于古代山川、植物、矿产、巫

术等的名物知识，具有备百物、知神奸的巫史博物图

画属性，其性质类似于百科工具手册。这些辑录了数

以千计的山川地形、物产风俗材料的图志文献，是汉

代知识、观念与思想的重要载体。汉大赋所要呈现的

山泽湖海、宫室苑囿、礼制风俗、人物百态等皆可在

具体图志条目中找到出处，因此，从具有类书性质的

地图、方志中查检、搜寻资料便成了制作大赋一条非

常便捷的途径。 

两汉是大赋创制的高潮时期。《子虚》《上林》《两

都》《二京》之赋的创制无不从地图、方志资料中汲取

知识和素材，这就使图志资料显得格外重要。以《鲁

灵光殿赋》为例，王延寿对灵光殿的描绘虽有夸诞虚

饰与不合情理之处，但赋中所描绘的草木鸟兽、亭台

楼阁、风景形胜、名宿人物等基本是依据真实的实物

场景和绘画图录撰写的。据《博物志》记载：“鲁作灵

光殿初成，(王)逸语其子曰：‘汝写状归，吾欲为赋’。

文考遂以韵写简其父，曰：‘此即好赋，吾故不及  
矣’。”[8]又《文选》卷一一《鲁灵光殿赋》下张铣注：

“范晔《后汉书》云：‘王延寿父逸欲作辞赋，命文考

往图其状，文考因韵之以简其父。’”[9](215)王逸欲写关

于汉鲁灵光殿的辞赋作品，遂派其子亲往图摹其状，

这体现出辞赋写作委实的一面。之后不久，其子王延

寿所作《鲁灵光殿赋》，即是按照之前所见壁画内容据

实摹写其貌，其辞曰： 
图画天地，品类群生。杂物奇怪，山神海灵。写

载其状，讬之丹青。千变万化，事各缪形。随色象类，

曲得其情。上纪开辟，遂古之初。五龙比翼，人皇九

头。伏羲麟身，女娲蛇躯。洪荒朴略，厥状睢盱。焕

炳可观，黄帝唐虞。轩冕以庸，衣裳有殊。下及三后，

淫妃乱主。忠臣孝子，列士贞女。贤愚成败，靡不载

叙。恶以诫世，善以示后。[10](515−516) 

王延寿能写出如此鸿篇巨制，不能说不依赖于他

先前对灵光殿在布局、雕刻、形制等方面的实地考察

和图画实录。他不仅为我们留下了有关汉灵光殿风貌

的珍贵历史文献资料，而且还开汉赋征实的先河。 
当然，大赋写作中参考地图、方志的做法也影响

到了汉以后的赋家。西晋左思花十年之功作《三都 
赋》，赋成后“洛阳纸贵”，可他在《三都赋序》中却

说：“余既思摹《二京》而作《三都》。其山川城邑，

则稽之地图；鸟兽草木，则验之方志；风谣歌舞，各

附其俗；魁梧长者，莫非其旧。何则？发言为诗者，

咏其所志也；升高能赋者，颂其所见也。美物者，贵

依其本；赞事者，宜本其实。匪本匪实，览者奚    
信？”[9](91−92)左思认为作赋时要依据地理实情，不能

夸大事实，山川城郭等地理名胜稽之地图，草木鸟兽

等物产验之方志，歌舞谣谚则来源于乡土民俗，名人

贤达则出自当地耆老故旧。而《三都赋》正是勘察了

地图方志、物产风俗资料写制而成，因此皇甫谧在给

《三都赋》写《序》时称赏说：“其物图所出，可得披

图而校；体国经制，可得按记而验。岂诬也哉！”[9](860)

西晋卫权也夸赞道：“余观《三都》之赋，言不苟华，

必经典要，品物特类，禀之图籍；辞义瑰玮，良可贵

也。”[11]他们正是注意到了左思赋“披图而校”“按记

而验”的征实特点才这样推许的。大赋囊括天地、包

举宇内的博物趋向，远远超出了人们日常生活所接触

的知识范围，因此从具有类书性质的地图、方志中查

检、翻阅资料就是一条非常便捷的途径。 
汉大赋中的各种物态既可从图志文献中获得，那

么，在塑造这一场景的过程中，载录了各地地理形貌、

物产风俗的图志就成了赋体文学写作中必不可少的知

识构成要素，而汲取图志素材撰作而成的汉大赋本身

也经历了一个知识由简至繁的演进过程。汉初辞赋具

有楚辞化的风格，赋中也多有鸟兽草木等自然动、植

物物象的出现。但赋作主要还是抒发情感的，图志知

识只是起到描摹、记述作用。真正迎来汉赋图志化高

潮的是司马相如、班固、扬雄、张衡等辞赋大家。首

先是他们在大赋中不间断地再现汉帝国自然山川、地

理形胜、风土人物、宫廷苑囿等宏大叙事图景，呈现

出了类书、图志所具有的博物化、知识化趋向；其次

是对空间叙事手法的重视。辞赋有意模仿地图、方志

的叙事方法，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辞赋所要呈现的物态

容量和视域范围，阅读一篇辞赋就像俯瞰一幅山川地

图一样，从而使辞赋具有了可视性和画面感。此后，

汉赋图志化继续发展，辞赋不断深化自身叙事技巧，

并且还产生了一些固定的空间方位句型、句式，这进

一步丰富了汉赋图志化的内涵。 
 

二、博物与知类：汉赋图志化 
表征之一 

 
汉代既是文学语言艺术高度发达的时代，也是图

志资料空前膨胀与重新阐释的时代。面对如此烟波浩

淼的人类图文典籍，汉代知识群体面临的一个普遍问

题是：如何将传统及当下社会存在的一切知识、经验、

思想等囊括其中，进行分类整理，使之系统化和秩序

化，为汉代政治建设、道德宣传和文化学术服务，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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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横亘在赋家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。在汉赋创制

中，赋家正是借鉴、吸收了图志类典籍在知识集成与

分类上的逻辑思维方法，才使得辞赋图志化成为可能，

主要表现有二：一是博物，二是知类。 
先说博物。后世学者在谈及汉大赋写作时经常引

用司马相如论赋的一段话表达汉赋的骋辞博物技巧。

他说：“合纂组以成文，列锦绣而为质，一经一纬，一

宫一商，此赋之迹也。赋家之心，苞括宇宙，总览人

物。” [12]汉大赋铺采摛文，极尽穷侈漫衍之辞，以此

与汉帝国“体国经野，义尚广大”的时代精神相匹配。

因此，在最能代表汉代文学主流的文体——汉大赋中，

要尽可能多地罗列物态、铺陈辞藻，这逐渐成为汉赋

写作中的常态和一项重要的“潜规则”。古人在讨论汉

赋时也是常以“多识博物”(班固《汉书·叙传》)、“极

声貌以穷文”(刘勰《文心雕龙》)、“赋取穷物之变”

(刘熙载《物概·赋概》)等来概括，无不将汉赋与名

物传统相联系。虽然他们在描述手段和目的上各有侧

重，但其要旨最终都落到了“博物”这一点上，“博物”

成了汉赋写制当中最为重要的文化风尚。以《汉书·艺

文志》所录的诸多辞赋作品为例，虽以“赋”体名之，

但内容几乎完全博物化了，如《杂山陵水泡云气雨旱

赋》十六篇、《杂禽兽六畜昆虫赋》十八篇等，内容上

出现了全面博物化、知识化的倾向。而在其他非极端

化的辞赋中，也日益呈现出博采知识的趋势。可以说，

博物化是汉赋发展历程中最为重要的时代痕迹。 
而汉大赋的博物化，一定意义上也是辞赋具备“类

书”性质的诱因[13]。袁枚在《随园诗话》中说：“古

无类书，无志书，又无字汇，故《三都》《两京》赋，

言木则若干，言鸟则若干，必待搜辑群书，广采风土，

然后成文。果能才藻富艳，便倾动一时。洛阳所以纸

贵者，直是家置一本，当类书、郡志读耳。故成之亦

须十年、五年。今类书、字汇，无所不备；使左思生

于今日，必不作此种赋。即作之，不过翻摘故纸，一

二日可成。而抄诵之者，亦无有也。今人作诗赋，而

好用杂事僻韵，以多为贵者，误矣！”[14]《三都》《两

京》之赋，由于在写制过程中参照了大量的图籍、地

志文献，故有一定的征实特征，在还没有博物之书的

时代[15]，它基本上充当了类书、志书的功能。 
在编纂方式上，图志文献一般是以一定的地域空

间为单位，对所辖区内的地理交通、物产风俗、历史

人文等进行集中记载。而颇具类书性质的汉大赋，虽

在编纂上以方位为序，没有像图志那样按照类别对名

物进行集中分配，但在博采众物、辑录各门类知识方

面，两者具有相通之处。后世许多学者对辞赋的兴趣，

也并不是专注于它的骋辞体物技巧，而是多半将它当

作博物文章来读[16]，这种认知颇类似于我们今天对大

百科全书的界定。 
汉大赋的博物化特征，不仅表现于可以把它当作

地志、类书来读，而且赋中很多内容皆可与后来的图

籍、方志著作相印证，从而具有了某些志乘价值。以

人们熟知的京都大赋为例，《西都赋》中描绘的长安京

畿形胜、宫殿台阁、街衢集市等，可与《三辅黄图》

的记载相吻合；《西京赋》中对长安八街九陌、通天台、

建章宫等的描摹，也可与《三辅黄图》《三辅决录》相

印证。[1](106)汉晋以后，郦道元在给《水经》作注时还

曾引录扬雄《河东赋》、张衡《二京赋》等来佐证江河

的流向及相关城郭遗址的地理位置问题。[18]汉赋在历

史地理沿革、宫殿布局等方面与图籍资料相佐证的志

乘功能，是汉赋博物化、征实性最集中的体现。 
次说知类。在汉赋创制过程中，赋家时常需要从

图志中筛选材料以扩充汉大赋的物态容量。但是如何

将这些品类繁多的知识、材料进行合理编排与分类，

也是赋家非常关心的问题。在汉赋制作中，赋家从方

志资料的编纂方式中得到了某种启示——知类法，就

是把名物按照“以类相从”的原则进行编排使之系统

化，这来源于汉人的象数思维。“知类”法是汉人在逻

辑思维领域里的一项重要发现，冯友兰在《新事论》

中讨论中国古代哲学时说：“汉人之历史哲学或文化哲

学，以五德、三统、三世等理论，说明历史或文化之

变迁者，就其内容说，有些亦可说是荒谬绝伦。不过

他们的看法，却系从类的观点，以观察事物者，就此

方面说，汉人知类，汉人有科学底精神。”[19]汉人在

写作辞赋时，经常将象数思维带入到名物知识的分类

当中。以汉代图文关系而论，辞赋以博采铺排见称，

在总体上要尽可能多地罗列物态，以展示恢宏的汉帝

国物质图景，但在具体条目上并不是杂乱无章地堆积

材料，而是按照一定的内在逻辑使之“类型化”，如社

会之物就可划分为“宫室”“礼仪”“校猎”“百戏”“乐

舞”等若干名物系统。曹丕所谓“赋者，言事类之所

附也”[20]，正是对汉赋知类手法的最好诠释。在汉代

图籍资料中，图志所描摹的各种物态遵循着以类相从

的排列原则，而在汉赋所罗列的名物当中，其实也遵

循着这种聚类的象数思维。汉赋定型并蔚然大观的汉

代，正是象数哲学日益发达的时代，可以说，汉赋文

本形式上的“巨丽”之美与汉人的“知类”思维及精

神是一脉相通的。 
具体到汉赋所展示的图文物象而言，有横向集中

罗列式的，如《上林赋》中对天子上林苑之“鸟兽鱼

鳖”的叙述：“于是乎蛟龙赤螭， 渐离， 鳍 ，

禺禺 鳎。揵鳍掉尾，振鳞奋翼，潜处乎深岩。鱼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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欢声，万物众伙。明月珠子，的砾江靡，蜀石黄碝，

水玉磊砢。磷磷烂烂，采色澔汗，藂积乎其中。鸿鹔

鹄鸨， 鹅属玉。交精旋目，烦鹜庸渠。箴疵䴔卢，

群浮乎其上。泛淫泛滥，随风澹淡。与波摇荡，奄薄

水渚。唼喋菁藻，咀嚼菱藕。”[10](363−364)赋家对动物种

类一一呈现，尤其是对鱼的不同种类的列举，仿佛一

个活灵活现的动物综合“大观园”。还有一种是纵向分

散连续性的，按照“事类化”的原则，如《西京赋》

中对平乐观前“扛鼎”“钻圈”“缘干”“走索”“跳丸

剑”“硬气功”“吞刀吐火”“化妆歌舞”等一系列百戏

活动依时间顺序描摹，如同一张节目次序表。而在汉

代图志资料中，乐舞图画所描绘的各种舞蹈动作，前

后相继，也呈现出一定的程序化和类型化。汉赋所展

示的舞蹈场景、种类完全可与图籍、图志资料相对应，

真正使图文达到了相互配合的境地，两者之间存在着

一个明显的互文阐释系统。 
而在汉代流传的许多图志文献资料中，其载录模

式也遵循着这种“知类”逻辑。以《山海经》为例，

它在叙事上基本呈现出“某处有某山，某山有何特产

与神怪，其形状与功能若何”的三段论固定模式[21]，

结构形式完全服从于书中所介绍的名物内容。每段围

绕一种名物展开，三段共同构成一个独立的名物阐释

体系。同样地，另一种汉代天文地理知识的综合文献

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，也有“知类”的三段论逻辑。它的

内部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部分：先叙古九州地理轮廓与

形貌，内容基本依据《禹贡》；次录汉代各郡国地理山

川、关塞城郭、经济物产、户口赋税等，可能是依据

各地区《图经》所成；最后叙述某地风俗人情、历史

传说等。这种载录模式从先秦志、书体例而来，但又

有所变化。而在两汉京都大赋的叙事当中，也大致遵

循着三段论似的载录模式，在叙述每种建筑群落时，

总是紧紧围绕某种体制分类延伸。如班固在《西都赋》

中对帝京宫室建筑的描述：先从总体上叙述山川城郭

走势，再分区位附之以具体的宫观、城池、楼阙、街

市等繁华盛景，最后从形制、制度、文物、历史上分

述不同功能与作用，形成了一个既复杂又详细的叙事

系统。 
 

三、空间与方位：汉赋图志化 
表征之二 

 
由于汉大赋的描述内容主要涉及地理山川、宫殿

苑囿、巡狩弋猎等宏大叙事场景，其摹写对象决定了

叙述主体必须具备平面与立体的多维视域，在视觉上

要呈现出恢宏的空间画面感与方位性。故此，从视觉

维度出发形成的空间铺叙技巧逐渐被赋家运用在汉赋

写作当中，并逐渐成为辞赋叙事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。 

汉赋在叙事技巧上经常表现出重视空间方位的特

点。朱光潜在讨论诗赋关系时就已提到，他说：“一般

抒情诗较接近于音乐，赋则较近于图画，用在时间上

绵延的语言表现在空间上并存的物态。诗本是‘时间

艺术’，赋则有几分是‘空间艺术’。”[22]赋所具备的

类似“空间艺术”，其实是说赋在谋篇布局、美学建构

上与地图资料的记录、标示及描述方式有异曲同工之

妙。据现代学者研究，汉赋空间叙事的方式有十余种

之多，其中最重要的是“平面直线型叙事”“平面四方

型叙事”和“立体直线型叙事”三种类型[23]，而这些

均能与图志资料的记载相吻合。地图需要在空间上标

出山川河流、疆域城郭的所在，需要标记地理方位和

山川走向，需要从东南西北不同角度画出道路交通、

关隘形胜，这些都与汉赋的空间叙事艺术息息相关。

以枚乘《七发》为例，其描摹对象(音乐→饮食→车马

→游宴→田猎→观涛)因叙述空间从室内到室外的方

位转换，故而呈现出平面直线型的铺写方式，叙事顺

序也因叙事空间的变换而变化，形成了一个由近及远

的叙事主线。 
到了司马相如的《子虚赋》，叙事手法明显增多，

对空间方位的重视也更进一步。“子虚先生”在夸耀楚

国云梦泽“方九百里”时说“其山则……，其土则……，

其石则……，其东则……，其南则……，其高燥则……，

其埤湿则……，其西则……，其中则……，其北则……，

其上则……，其下则……”等，赋文顺次从东、南、

西、北、高、低、上、下不同时空和方位分层铺陈。

这种全方位、多层次、立体感的叙述模式，扩充了辞

赋所要表现的时空维度，更能体现出汉大赋“义尚广

大”的宏伟气势。其后班固《西都赋》、张衡《西京赋》、

扬雄《蜀都赋》等进一步发展了空间方位叙事，并呈

现出多元化和细密性的趋向。 
班固在《西都赋》中展示了都城长安的地理形貌，

“其阳则崇山隐天……，其阴则冠以九嵕……，下有

郑白之沃……，东郊则有……，西郊则有……，其中

乃有……。”张衡《西京赋》拟《两都赋》而成，叙事

以秦都咸阳为中心而分方位依次排开，“左有崤函之

固……，右有陇坻之隘……，于前终南太一……，于

后则高陵平原……，其远则九嵕甘泉……”。叙事路径

如同眼睛在观察地图时视线的来回游移一样，因此美

国学者余定国认为《二京赋》“具有双重的地图学意义。

首先是使用量度和测绘，常与地图学密切相关。作为

一种政治隐喻，在描写汉高祖如何建都长安时，量度

和测绘暗示了汉初的政治制度……张衡的赋也可能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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含了有关地图在政治上和文学上应用的证据。……除

了可能是有关应用地图的描述，张衡赋中的一些用词

也暗示它可能是根据地图撰写的。有些部分，可以说

张衡等于是制作了一幅‘口头描述的地图’。他的赋读

起来是有方向的，他的描述向左右移动，又向南北移

动”[24]。余先生不仅看出了汉大赋的空间叙事与地图

的记录方式有类似之处，而且还认识到汉大赋描绘的

许多地理场景具有政治地理学的意义。 
再看扬雄《蜀都赋》。它以“蜀都”为中心形成“东

有……，南则……，西有……，北则……”的平面四

方叙述模式，在叙事上具有显著的空间方位属性。而

到了左思《蜀都赋》，他对巴蜀地区空间方位的叙述则

更加立体化、详细化了，“于前则……，于后则……，

于东……，于西……”，以中央为参照系分不同方位、

层次分别陈述，如同作者居高俯瞰一样，因而有身临

其境之感。在空间内部，疆域之中又穿插“其园则……，

其沃瀛则……”，一重空间套嵌多重空间，环环相扣，

引人入胜，辞赋因而具备了与诗相似的“错彩镂金”

之美。 
其实，汉大赋尤其是京都赋对空间方位叙事的重

视，所折射出的乃是汉代帝京文化向外的不断延伸与

渗透。两汉是中央集权高度发达的时代，汉帝国在政

治、经济、军事上的日益扩张，逐渐影响和浸润着它

在文化与学术上的书写，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对京都乃

至皇权文化的极力宣扬、称颂。譬如《上林赋》对上

林苑的歌咏，《西都赋》对长安的夸饰，《西京赋》对

咸阳的赞誉等等。具体到赋体叙事上，逐渐形成了一

种先中心后周边的“中央−边缘”(也可称为“中心−
四方”)模式：即先以京都为中心，再按照一定方位逻

辑分述周边历史、地理、人文概况。而这种“中央−
边缘”范式的建立也绝非赋体文学所仅有，在史书论

著、朝堂礼仪的制定上也非常多见。《史记》就遵循着

“二十八宿环北辰，三十辐共一毂，运行无常”的书

写秩序[25](3319)；汉代明堂的设立取法天地，呈现出众

星垂拱的宇宙图式；两汉墓葬形制以墓葬主人为中心

建造，发展成为影响后世的横穴墓室，等等。汉代的

京都和皇权文化，既形诸于外在的世俗空间，又植根

于内在的仪式场域，“宫殿环绕的帝都象征着汉王朝 
制度化的国家机构，其中包括了宫殿、内阁各部、太

子府、蛮夷邸与祭祀和商业中心。围绕着它的是附着

于每个皇帝陵墓的一批卫星城。每一座皇陵构成一个

二级的政治和社会中心，它们的周围又有一些高级官

员或皇亲国戚的陪葬墓。这些陪葬墓也有自己的围墙

和陪葬墓，反映出一种逐级递减的社会组织结构” [26]。

从表面上看，汉大赋热衷于对京都宫室的刻绘与渲染，

实则是文化归属问题上的一种礼仪展示。居于中央的

帝京被看做是权力与政治的象征，它对周边的统御反

映了文化空间上的主客身份差别、夷夏主次认同，因

此对帝京的称颂和宣传就意味着在文化归属上的完全

占有。 
此外，汉大赋空间叙事还具有宗教与哲学上的双

重意义。“中心−四方”的赋体书写模式已经初具宇宙

中心论的意识，也就是宗教学家米尔恰·伊利亚德所

谓的“世界中心”。他认为：“完美的中华帝国的首都

都是坐落在世界的中央的。因此在夏至那天，日晷仪

不会在那里投下阴影。”[27](14)在这里，京都被当作连

接尘世与上天的纽带，所以具有了神秘的神圣空间意

义。另外，巴比伦的圣山、神庙、宫殿也同样被赋予

了这层神圣属性，巫师借此可以“绝地天通”，以实现

内在超越。而在汉大赋的描述当中，赋家对皇家宫殿

苑囿的热情书写随处可见，那里不仅被描绘成一个“青

龙蚴蟉于东箱，象舆婉僤于西清，灵圄燕于闲馆，偓

佺之伦暴于南荣”式的“梦幻仙境”[10](367−368)，而且

更是一个宗教崇拜场所。武帝在云阳甘泉宫立泰畤，

“画天、地、太一诸鬼神，而置祭具以致天神”[25](1388)，

并配享通天台，即如班固《东都赋》所言“建章甘泉，

馆御列仙”[10](39)。此外，他还在各地分设其他畤、庙、

祠以辅助祭祀，这样就形成了以甘泉宫为“神圣中心”、

其他宗祠神庙环绕的帝国祭祀体系。这种富于宗教学

意义的空间组合是原始巫术、宗教、仪式的混合产物，

“从一个中心开始，在四个方位上形成了四方宇

宙……它同时又是一幅宇宙的图式和人类居住地的一

种范式”[27](19)。在空间上由宫殿、神山、宗庙组成的

祭祀体系成了汉代天人秩序中最重要的一环，这就从

宗教与哲学上进一步解释了汉大赋为何偏重空间方位

叙事的原因。 
 

四、汉赋图志化的意义及问题 
 

在中国文学史上，汉代文学特别是汉大赋的图志

化倾向最为明显。汉大赋的“图志”化，使它具备了

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：首先，它所呈现的博物与知类

特征，使原本仅作为文学体裁之一的辞赋多了一层属

性，它具有了与类书等资料性书籍相近的一些知识品

格。尤其是地理场景上的某些征实描写，不仅避免了

汉大赋铺采摛文的虚饰弊端，还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参

考的历史地理学资料，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。

其次，叙事艺术上对空间与方位的重视，扩充了辞赋

所要展示的时空维度与物态容量，形成了“时间−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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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−物质”三位一体的汉赋审美观，将原来只适合案

头阅读的文学语言艺术转换成可供观赏的视觉“空间

艺术”，趣味性和画面感有所提升。大赋在这两方面所

表现出的功能与价值，是辞赋图志化最为重要的意义。 

但是，从思维逻辑和艺术呈现来看，辞赋与图志

又存在明显的割裂与差别。前者属于文学创作范畴，

后者属于知识工具范畴，分属两个不同的思维体系，

因此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，成了我们

不得不面对的问题。一方面，辞赋“博物”化特征不

断引导它朝着知识化、专精化的道路发展，许多赋家

为了尽可能多地呈现“并存的物态”，专以语言艰深、

辞藻晦涩作为大赋写作的风尚，辞赋沦为了类似辞典

性质的工具手册，不免使汉大赋日益脱离了文学的本

质属性，束缚了文学自身的发展。另一方面，辞赋专

注内在“空间”化的趋向，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文学审

美的视域维度，文学形象更加立体和多元，但在体志

抒情上的表现日渐孱弱，辞赋逐渐成为模仿图画、地

图等的空间表现艺术，辞赋本身的“情”“志”成分不

同程度地下滑，叙事手段也日益繁复和僵化。因此，

辞赋图志化是一体两面的，一旦处理不好辞赋与图志

的关系，就会导致双方相互掣肘或排斥的问题出现。 
东汉中后期，汉大赋博物技巧达到顶峰，而图画

叙事能力又在减弱，图文关系不断疏离与分化，这导

致汉大赋还没来得及转型就被抒情小赋取代。尽管两

晋出现了诸如左思《三都赋》这样的大赋力作，卫权

还称赞其赋能“言不苟华，必经典要；品物殊类，禀

之图籍”，刘逵也说“非夫研核者不能练其旨，非夫博

物者不能统其异”[28]，但他们对左思赋的着眼点主要

还是集中在博物与征实，而不是赋的情志抒发。这说

明左思等人的努力继续朝着赋体文学知识性与空间化

的方向发展，在最重要的情志方面却没有任何实质性

的突破，甚至一度走向了“摄其体统，归诸训诂     
焉”[10](174)的小学道路，文学写作纯粹成了语言文字游

戏与名物知识的辑录与编纂，这就使辞赋过度图志  
化了。 

需要注意的是，汉大赋图志化产生于汉帝国的定

型与扩张时期。“体国经野，义尚广大”的时代精神以

及图志编纂、图画风尚是汉大赋图志化产生的重要学

术文化土壤。辞赋正逢其时，才有了博物知类与重视

空间方位的艺术特征。如果这种文化环境一旦削弱甚

至消失，辞赋图志化的地位就会大打折扣抑或跌落。

从这个层面来看，汉大赋图志化的产生、兴盛，甚至

走向中衰，是特殊历史时代下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，

我们应该理性对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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